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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的政治治理中，地方官员的频繁调动导致了系统性的官员任期缩短。本文通过

一个动态政治选拔博弈的模型，证明了执政党通过调动官员可以更好地识别官员们的相对能

力大小，但也会带来官员行为短期化的扭曲。当官员能力差别越大、官员行为短期化对长期

性的公共投资的不利影响越小、高级别官员的职位收益越小时，最优的官员调动频率就越高。

本文随后利用我国 2001-2008 年地市级官员调动的数据，对上述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

通过这一实证分析，我们还发现官员行为的短期化确与官员的调动相关。这可以视作政治选

拔所产生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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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许多研究表明，使一个国家在位的政治家和官员具有长远的发展视野，进而产生为社会

管理、公共服务和维护良性经济制度进行长期努力的激励，对于一个国家的持续进步和经济

增长是至关重要的（Olson，2000；Acemoglu 等，2001）。现实中，有限任期是对公职人员

长远视野的重要制约——当政治家或官员们在一个职位的任期接近结束时，更容易出现卸责、

寻租等行为（例如，Alt 等，2011；Besley and Case，1995；Ferraz and Finan，2011）。为了

治理任期限制所导致的官员短视行为，许多国家通过不同形式的政治生涯激励机制，使得政

治家们任期结束之后的收益与其在职期间的表现联系起来，其目的都在于延长政治代理人的

决策视野（Diermeier 等，2005）。 

对比这些努力，中国的执政者在政治治理中频繁调动地方官员，导致其任期常被提前中

止，就是需要解释的现象——根据作者收集的涵盖中国 18 个省 241 个城市 1994-2008 年之

间的地级市市委书记和市长数据的统计表明，中国的地市级官员在单一城市的任期有半数以

上不超过 3 年，30%以上的任期甚至不超过两年（图 1），大幅低于其 5 年的法定任期。这

说明在地市级层面上，中国地方官员任期的提前中止是系统存在的。从数据中还可以注意到，

在任期低于 5 年的市级官员去向中，78%被平级调动，14%晋升，18%因退休等原因离职，

因此地市级官员的任期提前中止多与官员调动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中国政治人事安排实行的

是任命制，任期提前终止并不是官员们的个人选择，而是执政者在政治体系中自上而下有意

实施的人事安排。但既然提前中止任期、频繁调动地方官员有导致其短视行为的风险，人事

决策者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图 1：市级官员任期分布 

对这一现象有一些常见的解释观点2。一类典型解释是，通过官员调动有助于抑制地方

官员的相互勾结，保障上级的政令畅通。的确，地方官员的勾结依赖长期关系的建立，调动

可以打破这种长期关系。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其也许可以部分解释地方官员任期完整结束后

的调动，但难以解释官员们的提前调动。除非某段低于 5 年的时长是官员们足以去建立长期

关系的临界值。若真如此，为什么不干脆将法定任期缩减到这一临界值，而是要靠非制度化

的人事安排来实施？其次，这种观点也不能解释提前调动对于不同官员个体的差别化执行。

毕竟，还有一部分官员履行了五年甚至更长的任期，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任期较长官员及其

下属相互勾结的道德风险低于任期较短的官员。另外，根据这一观点，当一地官员任职时间

越久，就越容易形成地方勾结，因此越有可能被调动。但我们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发现，当市

级官员在一地的任期到达五年以上时，其被调离的频率反而低于任期较短的官员（图二）。

此外，中国的政治治理中已经实行了地方官员异地任职的回避制度，提前中止官员任期、频

繁调动官员对于防止地方勾结在边际上还有多大程度的帮助令人存疑。 

                                                             
2
就本文作者所知，还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去讨论这些观点，但在作者与其他学者和大众的交流中这些观点

是较容易被提出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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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给定任期有调动与无调动官员之比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高级别领导人必须经由政治层级自下而上

的逐级提拔来产生。为了能让组织认可的官员们在退休年龄之前有机会升任至较高政治级别，

其在每一级别任职的时间不能过长。但这种观点可能只适用于那些最终升至高层的领导人3，

相比于数千名地方官员群体，这部分最终被提拔的官员只占较小的比例4。此外，这一观点

也无法解释大量提前中止任期的地方官员是被平级调动而非提拔晋升的事实。 

鉴于现有理论对这一问题无法提供较好的解释，本文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机制：中国执政

者频繁调动地方官员的一个重要动因，是为了在政治选拔中解决官员能力的识别问题所采用

的权宜。此种半制度化的人事安排可以形成不同的“官员—辖区—时间”的匹配变化。在以政

绩为官员能力考核指标的逐层政治选拔中，这种匹配变化有助于将地域特定（local-specific）

干扰因素和时间特定（time-specific）干扰因素的影响从官员的政绩中剔除掉，使上级能够

更加准确地了解官员的个人能力并择优提拔。本文将构建理论模型来具体阐述这种识别机制，

并通过经验研究来检验这一观点产生的推论。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首先，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非民选国家的政治选拔问题长

久以来缺乏研究（Besley，2005），本文为丰富这一主题的研究做出了尝试。第二，以往对

中国地方官员治理的研究，无论是财政分权的视角（例如，Qian 等，1997）还是政治锦标

赛的视角（例如，Li and Zhou，2005），其主要着眼于激励问题，本文以官员选拔问题为切

入点，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政治治理模式的理解。第三，在组织和人事经济学领域，集权组

织的绩效考核和人事选拔中存在异质性的绩效扰动因素时，相对绩效评估方法难以有效使用

（Lazear and Rosen，1981）。本文提出了可用以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机制，并分析了其利弊

所在。 

本文余下的内容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梳理了以往对集权政体下政治选拔问题的相关研究，

并简要介绍中国政治选拔的背景及特点；第三部分借助理论模型阐述通过异地调动来识别官

员能力的基本机制，并导出可供检验的推论；第四部分使用中国 25 个省的地市级官员调动

数据对这些推论进行实证检验；最后进行评述和总结。 

 

二、文献综述 

                                                             
3
事实上，通过查看这些高级别领导人的履历不难发现，其在地市一级的任职反而相对稳定，其在一座城市

的任期多数都超过我们的样本中位数。 
4
有过一次任期低于 5 年就被调离经历的官员，其后在我们的样本窗口期能够升迁的只占接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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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集权政治下的政治选拔 

最近的一系列识别影响经济发展的政治家或政府官员个人效应的研究（例如 Jones and 

Olken，2005；姚洋、张牧扬，2012）表明，在政治领域，选择问题与激励问题是同等重要

的。但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对于选择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集权体制下政治选拔的研究，远不及

激励问题深入（Besley，2005）。导致这方面研究相对不足的原因首先在于现实的不足——

实践当中，集权常缺乏选贤任能的激励。Egorov 和 Sonin（2011）的分析指出，对于集权体

制领导人而言，富有能力的官员既可能是高效的行政代理同时也是潜在的政治威胁，因此在

政治选拔中面临着下属能力与忠诚之间的权衡。Bueno de Mesquita 等（2003）、Svolik（2012）

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很多情况下，集权体制中的领导人需要一些特定实权团体（军队、政

治寡头、大地主等）的支持以掌握政权，政府权力或由权力衍生的租金在很大程度上要为这

些利益集团分享，这给政治选拔留下了较小的操作空间。Acemoglu 等（2010）进一步在动

态框架下分析说明，如果人事更迭的决定权集中在当权者自己手里，低品质政府形成后会难

以进行人事更新从而长期停滞在低水平的人员构成上。 

然而，一旦政治效忠和政治支持的问题在特定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下得到缓解，集权体制

中的政治选拔就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Slater，2010）。在个人能力是不完全信息的情况

下，期望选拔人才的政府可以按照候选人在过去取得的某方面成绩（以及由此暗示或展现出

的政治才能）作为选拔标准。这种人事制度常被称作“贤能体制”（meritocracy）。在政治实

践中，实行贤能体制的政府会采用的一类参考标准是个人的学历或学术成就，新加坡就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Barr，2006）。 

以受教育水平作为政治能力的代理指标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一种质疑是，学历未必是

行政能力的完美代理变量，“学得好”未必能“干得好”。但一个更微妙的制约在于，政府是一

个层级结构，其政治选拔通常包括对外招募和内部晋升两个阶段。如果政府在低等级的公务

员招募中已经使用了学术指标作为选拔标准，那么入选的公务人员在学术指标上会表现出较

高的同质性。这使得以后政府在更高级别的晋升遴选中难以再次使用学术指标对职位候选人

进行区分。晋升选拔的级别越高，竞争者的级别也会越高，这些成员在之前经历过相似的低

级别选拔就越多，同质性就越高，使用能力的代理变量进行甄别的效果就会越差。事实上，

这一约束对所有以个体能力的代理变量为标准进行人员选拔的集权型组织都存在。 

在集权组织的高级别选拔中识别组织成员能力的另一个办法是，依据个人在低级别职位

内的工作表现作为其能力水平的参照。为了剔除掉个人能力之外的种种因素对于工作绩效的

影响，组织可以采取相对绩效评估（亦被称为标尺竞争）的办法（Lazear and Rosen，1981）。

但在政治选拔中，标尺竞争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在标尺竞争中，为了控制住外生因素

对成员工作绩效的影响，进行比较的不同组织成员所处的工作环境和承担的工作任务必须高

度相似。但是政府部门在同一层级、同一地区的重要管理职位通常按照工作任务划分，几乎

不存在任务重叠的职位（例如，一个城市只有一位市长）。也许我们可以将不同地区、同类

型职位的官员进行比较（例如 Besley and Smart，2007）。但这一办法暗含的前提是，那些会

影响官员能力考核指标的地区性的经济、社会条件在不同地区要非常相近。自然资源分布差

异、受限制的要素流动、特殊的区域发展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不均等因素都可能导致这一条

件在现实中难以成立。 

 

2.2 中国的政治选拔 

上述说明，在集权体制下，为执政者提供选贤任能的激励和识别官员能力的手段是两个

不容易同时解决好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则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领导人的提名和接替模式逐渐半制度化，这为高层政治稳定提供了相当的保障（Hu and 

Jia，2010），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Egorov 和 Sonin（2011）所提出的忠诚与能力的权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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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进行的一系列相对彻底的社会革命，使得在执政党之外不存在强有

力的社会群体或者利益集团，这令执政者可以摆脱 Bueno de Mesquita 等人（2003）所说的

利益集团要求权力分享的约束和影响（贺大兴、姚洋，2011）。以上这些原因使得中国的领

导人能够把精力从政治斗争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也就对中国的执政者提出了如何

选拔出优秀的高级别官员的难题。对中国而言，政治选拔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官员能力的识别

问题。中国结合使用了前述各种手段以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是对受教育程度等代理变量的运用。在低级别的党员招募层面，受教育程度是一个

重要的参考指标（Hu and Yao，2012）。而在政府的公务员招募中，学历也逐渐成为报考职

位的硬性条件5。然而，如前所述，当集权型政府的政治选拔上升到较高的级别时，受教育

程度等代理变量的作用会受到限制。Li and Zhou（2005）对于中国省级官员晋升影响因素的

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受教育程度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变量。类似地，Landry（2008）对于中国地

市级官员的晋升研究中发现本科学历并没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研究生学历与官员晋升有

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些发现证实了前面分析提出的集权组织高层级选拔中个人能力代理变量

的使用约束问题。 

随着政治选拔层级的上升，工作表现逐渐成为重要的考察内容。在以往对中国省、市、

县等不同级别地方官员升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对于地方经济增长或者地方财政收入等

经济指标的重要性均有所发现6（例如，Guo，2007；Landry，2008；Li and Zhou，2005 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的关注点是政治晋升锦标赛的激励效应，将其看作对官员卸责的道

德风险的一种治理办法。但姚洋、张牧扬（2011）针对中国市级官员个人效应和政治升迁的

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代表地方官员能力的个人效应后，官员任职地区的经济表现对于其晋升

并没有显著作用。这一研究表明，政治晋升对于经济指标的纳入不仅是一种激励机制，也是

将经济绩效作为官员个人能力度量的一种选拔机制7。 

以经济绩效来衡量官员个人能力会遇到特定地区、特定时间影响因素的扰动。一些研究

试图求证中国在政治选拔中是否采用了以辖区前任官员或者相邻辖区官员为参照的相对绩

效评估的办法，并没有发现支持这一猜测的稳健结果（Chen 等，2005；陶然等，2010）。这

暗示我们，在中国这样高速发展、变革的经济体当中，地域性的经济影响因素可能在较快的

发生变化；同时，这一变化在不同的地区并不同步，中央对不同地区的政策和财政扶持力度

以及不同地区自身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即使在相邻的地区可能仍然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要

同时剔除掉特定地区、特定时间影响因素的扰动，一种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频繁的官员调动

并辅之以相对绩效考核来识别地方官员们能力。 

 

三、模型分析 

在理论分析部分，我们借鉴Holmstrom（1999）的职业生涯模型以及 Lazear 和Rosen（1981）

的锦标赛竞争模型，构建一个无限期界、离散时间的动态政治选拔博弈。 

 

3.1 模型设定 

考虑某个由单一政党领导的国家。该国家由若干辖区构成，每个辖区又包含若干子辖区，

为了讨论方便，不妨将两级辖区分别称为省与市。每个省或市分别由一名相应级别的地方官

员施政。政党管理一个阶梯型的官员队伍，由后备官员、市级官员、省级官员三个梯次组成。

官员的任免和晋升由政党决定。本文将着重考察由市级至省级的政治选拔。 

                                                             
5
可参见人事部网站关于公务员考试的招生简章。 

6
由于个体数据、官员升迁定义等方面的差异，这些结论在不同的研究中并不完全一致，一些结果还存在争

议。对于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的一个挑战可以参见陶然等（2010）的研究。 
7
（这里的话可以放在结论部分）这种观点也可以部分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政治晋升锦标赛的结果在不同的研

究中并不稳健，因为当某些其他被控制的自变量可以更好的衡量官员能力的时候，经济表现就不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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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的人事更替以届（term）作为时间单位，可以认为届也是地方官员的法定任期时间。

在每一届开始时，政党从后备官员群体中随机选出各个市的市级官员。同时，从每个省上一

届的市级官员群体中择优选出一位任命为本届的省级官员。在每一届结束时，除了将被提拔

的官员以外，所有的地方官员退休。 

每一届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 T 届的第 t 个时期记为(T，t)期。由官员 i 管理的城市 j

在(T，t)期的经济绩效𝑦𝑖𝑗
𝑇,𝑡由下式决定： 

𝑦𝑖𝑗
𝑇,𝑡 = 𝑎𝑖𝑗

𝑇,𝑡 + 𝜃𝑖 + 𝜃𝑝 + 𝛾𝑔𝑗
𝑇−1,𝑡 + 𝜀𝑗

𝑇 + 𝑣𝑇. 

其中，𝑎𝑖𝑗
𝑇,𝑡表示在 j 地任职的地方官员 i 在(T，t)期的短期努力，𝜃𝑖 ≥ 0表示官员 i 的个人能

力，𝜃𝑝 ≥ 0表示该市所在省的省级官员的个人能力。𝑔𝑗
𝑇−1,𝑡表示(T-1，t)期在 j 地任职的地方

官员做出的长期努力8，该努力只会在(T，t)期提高 j 地的经济绩效，𝛾 > 0为长期努力的收益

率。𝜀𝑗
𝑇表示 j 地在 T 届的地方性经济扰动，𝑣𝑇表示 T 届的全国性经济扰动。在(T，t)期，𝑦𝑖𝑗

𝑇,𝑡和

𝑔𝑗
𝑇−1,𝑡是公共知识。而𝑎𝑖𝑗

𝑇,𝑡、𝑔𝑖𝑗
𝑇,𝑡只有官员本人知道。𝜃𝑖、𝜃𝑝、𝜀𝑗

𝑇、𝑣𝑇则是所有人都无法直接

观察到的。𝜃𝑖的分布函数𝐹(∙)是公共知识。𝜀𝑗
𝑇、𝑣𝑇的分布则所有人未知。 

地方官员做出短期努力和长期投资的成本函数为： 

𝐶(𝑎𝑇,𝑡, 𝑔𝑇,𝑡) =
1

2
(𝑎𝑇,𝑡)2 +

1

2
(𝑔𝑇,𝑡)2 + 𝛿𝑎𝑇,𝑡𝑔𝑇,𝑡. 

这里，0<𝛿<1 衡量了官员短期努力 a 和长期努力 g 的替代程度，𝛿越大，两者替代关系越强，

互补关系越弱。 

政党的目标是最大化每个省的净产出的长期贴现和。为了简化书写，此后我们以一个由

N 座城市构成的省份展开讨论。假设每一届之间的贴现率为 𝛽 9，该省净产出的长期贴现和

为： 

∑ 𝛽𝑇∞
𝑇=0 [∑ ∑ (𝑦𝑗

𝑇,𝑡 − 𝐶𝑗
𝑇,𝑡)𝑁

𝑗=1
2
𝑡=1 ].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其只关心从政治职位上获取的职位租金（可能由收入、荣誉、租金、自

我满足等组成），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将市级官员的职位租金标准化为 0，省级官员的职位

租金设为 R。 

 

3.2 官员调动与能力识别 

为了识别市级官员的个人能力，政党可以通过在每届中期，也即(T，1)期结束后，随机

选择 K 名市级官员进行调动。考虑其中一次典型的调动， j 市的官员 i 调往另一位官员（不

妨记为 i+1）所在的城市（不妨记为 j+1 市），官员 i+1 则调至某个其他城市。待(T，2)期结

束后，官员 i 在(T，2)期的政绩比其上任提高： 

𝑦𝑖,𝑗+1
𝑇,2 − 𝑦𝑖+1,𝑗+1

𝑇,1 = (𝑎𝑖,𝑗+1
𝑇,2 − 𝑎𝑖+1,𝑗+1

𝑇,1 ) + (𝜃𝑖 − 𝜃𝑖+1) + 𝛾(𝑔𝑗+1
𝑇−1,2 − 𝑔𝑗+1

𝑇−1,1). 

由这一式可以看到，在调动后的官员相对政绩评估中，𝜀𝑗
𝑇、𝑣𝑇这两项随机扰动都被剔

                                                             
8
因为模型中 a 和 g 都可以作为一个序数变量来理解。在后面的计算中，我们允许 a<0,g<0， 

9
 我们没有在同一届两个子时期之间引入贴现，这对于本文结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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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掉了。而𝑔𝑗+1
𝑇−1,1、𝑔𝑗+1

𝑇−1,2、𝑎𝑖,𝑗+1
𝑇,1 、𝑎𝑖,𝑗+1

𝑇,2 是可以观察到的，同时，在均衡中政党可以根据理

性预期得到对𝑎𝑖,𝑗+1
𝑇,2 、𝑎𝑖+1,𝑗+1

𝑇,1 的推断，于是由上式就可以得到对𝜃𝑖 − 𝜃𝑖+1的估计。也即通过

调动，上级组织能够得到对于任意两名有过在同一城市任职经历的官员的相对能力大小的判

断。 

我们将有同一城市任职经历的两名官员称为连通的，将上级可以判断其相对能力大小的

两名官员称为能力可比的，则由此定义可以立刻知道，“能力可比”这一关系是具有传递性

的，因此，只要 K 名官员处在同一个连通的网络中，则所有官员的相对能力都是可比的10。

在调动次数最节省的调动方式中11，K 名官员每人调动 1 次就可以使得这些官员全部连通在

一起。 

在掌握了 K 名官员相对能力的基础上，组织选拔能力最高的市级官员作为下一届的省

级官员。这位官员的能力值𝜃𝑝(𝐾)相当于分布函数为𝐹(∙)的总体中抽出的 K 个独立随机样本

组的最大次序统计量。此后，我们假设𝜃𝑖服从[-A，A]上的均匀分布（A>0）12，𝜃𝑝(𝐾)的期望

值 E𝜃𝑝(𝐾) = (𝐾 − 1)𝐴 (𝐾 + 1)⁄ 。可以看出，被调动考察的市级官员总数 K（调动次数）越

大，或者官员个人能力的变异度（以 A 衡量）越大时，E𝜃𝑝(𝐾)越大。 

 

3.3 社会最优与博弈均衡 

这一部分求解地方官员的最优策略以及博弈均衡。为了获得对比参照，先给出社会最优

的结果13。 

命题 1：社会最优的地方官员努力程度为：𝑎∗ =
1−𝛿𝛽𝛾

1−𝛿
，𝑔∗ =

𝛽𝛾−𝛿

1−𝛿2 . 

𝛽𝛾 = 1 𝛿⁄ 这里，𝛽𝛾衡量了官员长期努力的贴现回报率。𝛽𝛾越大，从社会最优角度来看，官

员越应该将努力放在长期经济行为上。为了能够集中讨论与现实相符的情形，同时便于书写，

此后我们令𝛽𝛾 = 1 𝛿⁄ 。 

接下来计算博弈的均衡。在此博弈当中，在每个(T，2)期开始时，市级官员可以根据自

己是否被调动这一信息更新自己的信念。由此定义函数𝑚(𝑖)，当官员 i 在(T，2)期开始前被

调动过，则𝑚(𝑖) = 1，否则𝑚(𝑖) = 0。该博弈的均衡为： 

命题 2：博弈的序贯均衡由最优决策序列{𝐾𝑒 , 𝑎(1)(𝐾𝑒), 𝑔(1)(𝐾𝑒), 𝐾∗, 𝑎(2)(𝐾, 𝑚), 𝑔(2)(𝐾, 𝑚)}构

成，此序列满足如下条件： 

（1）市级官员第一期的最优决策：给定𝐾𝑒，官员 i 将选择的努力程度为： 

, (1)

2
( )

2(1 )

e
T e

i

RK
a a K

AN

  


， , (1) (1)( ) ( )T e e

ig g K a K    . 

（2）最优的中期官员调动数目𝐾 = 𝐾∗，满足下式： 
3 2

2

2

16 (1 )
( 1) (1 )

K N A
K

N R

 
   . 

（3）市级官员第二期的最优决策：给定 K，官员 i 将选择的努力程度为： 

                                                             
10

 作者根据现实中的调动情况将样本中有任职辖区重叠关系的官员连接起来得到官员们的调动连通网络，

可以发现除过那些孤立点（没有调动经历的地市级官员），其余官员构成了节点数由 11 至 558 之间大小不

同的 19 个调动连通网络。 
11

 容易发现，这时调动呈一个环形结构。 
12
作均匀分布的假设主要为了得到最大次序统计量期望值的解析解。对于其他常见分布例如正态分布，最

大次序统计量期望值与样本数和总体方差的单调关系依然成立，本文后面的结论也都是成立的。 
13

 本文各命题的证明请见附录 



 

8 
 

2, (2)
, if 1

2(1 )( , )

0, if 0

T

i

R
m

Aa a K m

m




  

   
   

， , (2) (2)( , ) ( , )T

ig g K m a K m      . 

（4）（理性预期）𝐾𝑒 = 𝐾∗。 

 

图 3 给出了均衡中官员长短期努力的变动轨迹。可以看到，在(T，1)期市级官员的政治

竞争开始时，各个官员处于对等的竞争地位，他们所受的激励也是相同的，此时相对于社会

最优水平，官员们短期努力过度，长期努力不足。在届中调动过后，官员的行为开始出现分

化。那些进入到组织考察序列并被调动的市级官员，其政治晋升前景较本届前半期有所提高，

因而通过增加短期努力以向组织显示个人能力的激励更强了，这也导致了其长期努力的进一

步降低，这两方面的努力扭曲都会降低长期的经济净产出。而那些未被调动考察的官员则不

再需要向政党发送有关自己个人能力的信号，因此会将精力从短期努力部分转移至长期努力

上来，这会带来长期经济效率的部分改进。 

在命题 2 基础上，可以得到有关市级地方官员最优调动比率的比较静态结论： 

命题 3：市级官员的最优调动频率(
𝐾∗

𝑁
)受外生变量的影响如下： 

（1）
∂(𝐾∗/𝑁)

∂𝐴
> 0，地方官员的个人能力方差越大时，官员最优调动比率就越高。 

（2）
∂(𝐾∗/𝑁)

∂𝑅
< 0，上级官员的职位收益越低，地方最优调动比率就越高。 

（3）
∂(𝐾∗/𝑁)

∂𝛿
< 0，当官员短期努力和长期努力的替代性越强时，最优调动比率就越低。 

本节理论模型所阐释的主要观点可以一致性地解释中国地方官员频繁调动的种种特征。

首先，要在官员能力识别中剔除地域特定干扰因素，需要将官员置于不同地区、同一级别的

职位进行考察。由于一届任期结束后就要进行选拔，那么能力的识别考察就必须在届中进行，

这将导致一地任期的提前中止。此外，由于地域特定干扰因素可能随时间变化，特别是在一

个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环境中。剔除地域特定干扰因素实质上需要比较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

官员政绩，这也限制了官员在一个地区的任职时间不能过长。其次，政治上的择优选拔意味

着要对每一级别的众多备选官员进行考察，从中选出最优者提拔到更高级别。而要考察一名

官员就需要对其进行调动。因此，频繁调动的备选官员数量可能会大大超过最终晋升的官员

数量。再次，调动考察的官员数量越多，最终选出的优胜者能力就越高。增加被考察官员数

未列入考察的地方官员 

t 
调动信息更新后 

地方官员的短期努力水平 

t 
调动信息更新后 

地方官员的长期投资水平 

图 3：官员的行为变化 

 

列入考察的地方官员 

未列入考察的地方官员 

社会最优努力水平 

社会最优努力水平 

列入考察的地方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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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好处会由于官员的短视行为带来的政策扭曲所抵消。最优的官员考察数量是上级组织进

行利弊权衡后的选择结果。当官员短视行为的边际成本随着考察官员数量的增加上升得足够

快时，就会出现只调动考察一部分官员的情况。 

 

四、实证研究 

上一节的分析中可供检验的结论有两个。一是调动会使得受政绩考核压力的官员行为进

一步短期化（命题 2）。另一个是上级决策者会根据其面对的不同约束条件选择不同的地方

官员调动比率（命题 3）。这一节我们对这两个命题进行检验。 

 

4.1 调动与官员行为 

根据命题 2，地方官员在调动后与调动之前相比，长期努力下降、短期努力上升。本节

中，我们一地的地方财政支出中用于不同支出项目的比例来衡量当地官员在长短期的相对投

努力程度。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地方官员对于地方财政有着重要的决定权，但他们也受制于

各种财政规章制度。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分为本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其中转移支付

收入中的一部分的支出方向在转移支付给予的时候即予以规定，地方政府不但不能挪用，通

常情况下还必须给予部分配套资金。因此，对于地方财政支出偏向的考察必须基于地方政府

可自由支配的财力。本节中，我们使用 2001-2005 年地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和支出的分项数据
14，数据来自于《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其中，选用教育支出作为长期努力的代表，

将基本建设支出作为短期努力的代表15。 

为了考察官员调动对可自由支配转移支付的支出方向上的影响，我们根据自行整理的地

方官员简历中获得的信息来定义一个虚拟变量 Postswchit：当一个城市的主要领导（市长或

市委书记）是从其他城市调动过来的，并且在之前的城市担任市长或者市委书记的时候取为

1，否则取为 0。每个城市有一名市委书记和一名市长构成双重领导，但在样本中，相对于

市长，有更多的市委书记是从异地的市委书记和市长调任到当前职位的，选取市委书记的调

动经历作为影响官员行为更具有代表性。此外，张牧扬（2012）发现，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个

人能力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差异不大。所以我们以市委书记作为代表。由于地市官员调

动由作者根据媒体资料手工整理而成。 

具体回归方程为 

0 1 2 3Exp Dispen Postswch Postswch Dispenk

it it it it it it           

其中Exp𝑖𝑡
𝑘 为教育或基本建设支出，Dispen𝑖𝑡为当年该市可自由支配的转移支付（尹恒、朱虹，

2011）。表 1 给出了我们的回归结果。 

表 1 

  (1) (2) 

 

教育支出 基本建设支出 

可自由支配转移支付 0.525*** 0.253*** 

 

(0.0154) (0.0200) 

可自由支配转移支付*市委书记有过调动经历 0.164*** 0.253*** 

 

(0.0246) (0.0320) 

市委书记有过调动经历 -5,469** -14,468*** 

                                                             
14

2007 年起，财政预算决算科目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使得 2007 年的新科目设置方式与原先的科目设置方式

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数据无法一一对应。由于数据来源的局限，作者亦未能获得 2006 年的地市级财政

分项支出数据。 
15
郭庆旺等（2003）发现，基本建设支出对于经济增速的影响在下一年度最为显著，而教育支出对于经济

增速的影响在三年之后才能显著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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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7) (2,985) 

截距项 26,075*** 9,785*** 

 

(1,217) (1,582) 

城市 FE 控制 控制 

样本容量 1,534 1,534 

R 平方 0.545 0.200 

城市数量 310 310 

 

从表 1 所展示的回归结果来看，在地市级层面，没有调动经历的官员所在的城市可自由

支配的转移支付每增加 1 元时，教育支出增加 0.525 元，基本建设支出增加 0.253 元，前者

略超后者的2倍。相应，有调动经历的官员所在的城市可自由支配的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时，

教育支出增加 0.689 元，基本建设支出增加 0.506 元，前者占后者的比例下降到 1.36 倍。这

一现象表明，调动后的官员在财政支出上更加注重在短期能够拉动经济的基本建设上，从而

验证了命题 2 的结论。 

 

4.2 官员调动频率影响因素分析 

命题 3 得出了地方官员调动比率与地市官员个人能力方差、省级职位租金、官员短期努

力和长期努力的替代性三个参数之间的关系。在本节我们对这三个参数对官员调动比率的影

响进行实证检验。 

对于地市官员个人能力方差，我们选取该省地市官员的平均年龄作为代理变量。在本文

的模型中，上级政府对于下级官员调动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和甄别其能力的高低。考虑到政府

官员进入政府系统的年龄差异不大，年龄越大的官员在政府系统内工作的时间越久，组织部

门对其能力的了解程度也就越高，因此会将他们派往更合适的岗位任职。在这一意义上，如

果一个省内的地市官员的平均年龄越高，我们认为他们个人能力的方差越小。 

对于省级职位租金，我们选取樊纲等（2011）测算的省一级市场化指数中的“政府与市

场关系”指数作为代理变量。该变量数值越大，说明该省市场化程度越高，即政府职位的租

金越低。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我们对这一变量取一阶滞后。 

在官员短期努力和长期努力的替代性问题上，我们选取该省上一年度等级公路里程的对

数值作为代理变量。所谓长短期努力的“替代性”，在模型中的含义是短期努力的提高是否

会增加长期努力提高的难度。在本节中可以具体对应为（短期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在多

大程度上会限制教育支出的增加。对地市级政府而言，教育支出主要来源就是财政收入，而

基础设施除了财政以外还可以通过地方融资平台、银行贷款等方式获得融资。当地方的公路

存量较多时，地方政府一方面可得到更多的路费收入和更高的路费权估值，另一方面由于交

通便利使得土地价值较高从而获得更高的土地抵押价值或者土地出让收入，这都会提高地方

政府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便利，降低基础社会对财政收入的依赖，进而对财政其他支出的

影响（郭励弘，2009）。相反，对那些基础设施水平落后的地区，地方政府只能较多依赖财

政收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罗松山，2010）。因此，等级公路里程所代表的地方的基础设施

存量越高，地方政府短期努力和长期努力的替代性就越小，互补性越强。为了避免内生性问

题，我们对这一变量取一阶滞后。 

此外，现实中还存在着“被动性调动”的情况，即由于某地的官员因年龄原因退休，或者

因贪污腐败以及责任事故被免职的情况下出现的调动。这类调动并不在本文模型研究的机制

之中，但在实证分析的时候我们也控制了该省每年被动性调动的比例数来排除这一因素对实

证结果的干扰。 

我们利用 2002-2008 年我国除新疆、西藏和 4 个直辖市外的 25 个省、自治区的地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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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市委书记和市长）调动的数据。由于各省所辖城市个数差异较大，我们使用调动次数

与城市数之比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控制这一异质性的影响。具体回归模型为： 

Chg𝑖𝑡 = 𝛽0 + 𝛽1AvgAge𝑖𝑡 + 𝛽2Infra𝑖,𝑡−1 + 𝛽3Mktgov𝑖,𝑡−1 + 𝛽4Retire𝑖𝑡 + 𝜖𝑖𝑡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当年该省所辖地市中更换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个数与地市个数之比，解释变

量如上文所述。考虑到各省之间可能存在异质性，我们对𝜖𝑖𝑡采取不同的设定，包括混同 OLS、

单向固定效应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本节中的各项数据来源如下：地市官员调动次数、年龄和去向由作者根据《中国城市年

鉴》、各省、自治区统计年鉴以及媒体报到经手工整理而成。“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来自樊

纲等（2011），等级公路里程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表 2 给出了上述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需要注意的是，样本中每个城市每年有市委书记和市长两名官员，因此调动次数与

城市数之比正好是调动次数与职位数之比的两倍。从表 2 的结果看，平均而言每年有 31%

的官员进行了调动，而被动调动的比例约为 3.5%。 

表 2 

变量 观察值数 均值 标准差 

省内调动次数与城市数之比 175 0.6173 0.3650 

省内地市官员平均年龄 175 50.33 1.306 

被动调动与城市数之比 175 0.6914 0.9326 

等级公路里程对数值 175 10.99 0.6551 

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 175 7.72 1.444 

 

表 3 展示了这一回归的结果。在使用混同 OLS 回归时，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

但是，在控制了省的固定效应之后，调动次数与官员平均年龄负相关，滞后一期的等级公路

里程对数值与调动次数正相关，均在 1%水平下显著。当我们进一步控制年度固定效应之后，

滞后一期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与调动次数负相关，在 10%水平下显著。这三个系数的

符号与命题 3 的结论一致。此外，被动调动次数的系数虽为正，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

官员由于年龄原因退休和被免职所造成的职位空缺并不是决定调动的主要因素。 

表 3 

  (1) (2) (3) 

模型 混同 OLS 单向固定效用 双向固定效用 

 

调动次数与城市数之比 

官员平均年龄 -0.0369 -0.194*** -0.188*** 

 

(0.0227) (0.0370) (0.0387) 

被动调动次数与城市数之比 -0.0305 0.0591 0.0306 

 (0.0330) (0.0683) (0.0663) 

滞后一期的等级公路里程对数值 0.0704 0.639*** 0.342* 

 

(0.0521) (0.130) (0.185) 

滞后一期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 -0.00510 -0.0407 -0.109* 

 

(0.0203) (0.0364) (0.0652) 

截距项 1.768 3.703* 6.942** 

 

(1.237) (2.163) (2.846) 

观察值数量 175 175 175 

R 平方 0.032 0.259 0.36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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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述与总结 

大量研究业已表明，官员的任期限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官员的短视和行为扭曲，对社

会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较为频繁的中止地方官员任期并调动就是

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本文从政治选拔问题切入，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阐释了这一现象

背后的一个动因可能来自于中国的执政者在政治选拔中为解决地方官员能力识别问题所采

取的策略。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待提拔干部进行异地交流任职，该制度能够起到的一个作用是

实现了不同的“官员—辖区—时间”的匹配变换。如果多数官员在其未调任的大部分时间内并

不能准确预知自己被调任的时间和未来任职地点，通过结合对照那些在时间或辖区上有过重

叠任职经历的官员的表现，这种匹配变换就类似于一种可以控制特定地区、特定时间影响因

素从而较为准确地识别官员能力的准随机实验。 

这一政治选拔机制要产生效果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政府能将各级干部在不同地区、不

同职位较为顺利地调动轮转，必须依赖集权政治和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但就像前面提到的，

为这样的威权执政者提供选贤任能的激励本身就是一个困难。同时，各级官员必须有一定的

经济资源和施政空间以展现自己的行政能力，因此，这又要求中央向地方进行一定程度的财

政分权和行政分权。这一分权的要求可能会削弱中央权威，从而降低了中央调动地方官员的

便利，也会降低地方官员谋求升迁的积极性，因而与政治集权存在一定的矛盾。如何有效地

解决这一矛盾构成了另外一个困难。现行的中国体制是一种在人事上集权、行政和财政上分

权的威权主义体制（Xu，2011），这为中国式的政治选拔机制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注意到，地方官员的交流任职结合相对绩效评估的政治选拔模式

有几方面优点。首先，通常的对比前任或者对比相邻辖区的相对绩效评估只能剔除特定地区

和特定时间影响因素中的一种，而结合了官员调动后的相对绩效评估可以同时剔除特定地区

和特定时间这两种影响因素的干扰。即便特定地区的影响因素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只要采取

适当的官员调动频率，同样可以在绩效评估中剔除掉。其次，即使想对较大范围内的官员群

体进行比较，也并不需要穷尽或者遍历所有的官员与辖区的匹配组合。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

说明，为了识别一组官员的相对能力所必需的调动次数远远小于要产生理论上的全部组合的

调动次数。再次，这一方法可以在任何层级的政治选拔中用以衡量和比较官员的个人能力，

同时，如果官员的能力会随着从政历练而增长，这种方法同样可以在更高级别的政治选拔中

用以识别其增长后的能力。这些作用都是以通常学历等个人能力的代理变量作为甄选手段的

一般性的“贤能体制”所无法实现的。综合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将中国采取的这种结合了干部

交流制度和相对绩效评估的政治选拔体系称为“务实的贤能体制”。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频繁调动地方官员确实导致了地方官员一定程度的短视，这与其

他一些关于中国官员行为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例如，张军、高远，2007）。因此，这种政

治选拔模式也只能是特定政治、社会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导致中国政治治理中官员激励问题

和选择问题相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是当前仍然较大的地区差异、部分地区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

水平以及在后备干部考察中对上级组织意见部门较多的依赖。在经济方面，通过经济改革的

不断推进，地区间的经济壁垒得以降低，生产要素的地区间流动更加通畅，公共资源的地区

分配更加公平，在长期就可能降低地区差异，官员能力和绩效评估中的地方性扰动就会降低。

在人事制度方面，设计更加完备的官员考察体系，考虑党内的民主选拔机制，政治选拔有望

从频繁调动官员的模式逐渐转向传统的标尺竞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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